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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经营权强度能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正规信贷数量吗？

——基于法律-事实-感知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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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地经营权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由于有较多的转

入农地，农地经营权直接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产权性质的歧义和权能

结构的模糊，使得农地经营权强度对正规信贷数量的影响，关系是复杂的，路径是模糊的。

从法律、事实和感知 3个维度，理论分析农地经营权的强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

数量的关系。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分析农地经营权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正规信贷数量的组态路径。结果表明：尽管尚未完善，但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已

显示出对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显著作用；由于配套改革的不完善等问

题，农地经营权强度的事实维度和感知维度对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仅发挥

了一定的辅助作用。由此认为要强化农地经营权，不仅要进一步推进农地经营权的法律改

革，还要强化农地经营权的事实维度即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转入农地的实际权利，提

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安全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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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技术、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农地流转的快速发展等因素，催生出了以家庭农

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而进一步

发展壮大。截至 2020年，中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填报数量超过 300万个，创建县级及以上示范家庭

农场数量为 11.29万个；农业企业约为 9万家，其中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1542家；农业合作社县级以上

示范社达 15.7万家、国家级以上示范社达到 7300家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逐渐成为推动农业经济

增长、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着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更大的经营规模和更为专业的市场营运能

力[1]。这引致了更高的资金需求，其获取金融服务的能力也更强。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村金融服

务报告（2020）》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涉农企业与农业经营组织贷款余额为24.85万亿元。但是，

这远远未能满足其资金需求，数据显示，18.87%的家庭农场/大户、26.40%的合作社和 68.49%的龙

头农业企业存在经营资金缺口[2]。“资金”问题依然是横亘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障

碍。由于非正规信贷存在市场容量小且分散而无法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庞大的资金需求，那么为

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特别需要提高正规信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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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系根据农业农村部《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2020年）》《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2020年）》《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名单（2020年）》和国家统计局《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2021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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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正规信贷数量提高的首要因素是抵押品的缺乏。考虑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入较多农地

的事实，如果农地经营权能够成为有效抵押品，那么这一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缓解。2022年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国家也推进了相关

改革，从 2015年国务院《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

见》（国发〔2015〕45号）、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 5部门发布的《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

暂行办法》（银发〔2016〕79号），到 2018年农业农村部等 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发

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的指导意见》（农产发〔2018〕4号），再到 2021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农村土地经

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2021〕1号），均大力提倡和积极鼓励将经营权作

为抵押品进行抵押担保。相关政策的出台和法律的完善，为农地经营权成为贷款抵押品提供了制度

基础。但是法律并没有明确经营权的属性，也未规定其具体的权能。并且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状况、

农业转型升级方向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地方对政策的理解及落实情况参差不齐。产权残缺和实践

的差异化，会影响到经营权主体对农地经营权产权强度的感知，也造成了当前经营权强度较弱的事

实，这无疑从总体上制约了经营权抵押贷款。

产权强度不是单一维度的，它由法律、事实和感知 3个维度相互交织支撑，这也造成了其复杂而

模糊的影响路径。从总体上判断农地经营权强度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影响，揭示经

营权强度各维度的差异性作用路径，既有利于为深化农地经营权的改革提供思路，也可以为提升其

正规信贷数量找到新的思路。为厘清农地经营权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影响路径，本

文拟从农地经营权强度的法律、事实和感知 3个维度出发，利用 fsQCA方法分析农地经营权强度的

组态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影响，以期深化对农地经营权产权强度的认识并探索提

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作用路径，深入推进农地经营权改革、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正规信贷数量、发挥金融机构在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中的作用，使资本新动能更好地助推

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

一、文献综述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影响因素

尽管有所提高，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数量依然不足[3]。这既与农业的弱质性和高风险相

关[4]，也系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自身缺陷。尽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产特别是固定资产数量大、

类型多、价值高，但由于资产专用性、产权不明晰、二级市场不完善等原因，大部分固定资产比如厂

房、温室大棚、农业机械等，难以成为有效抵押品[5]。金融机构的诸多缺陷，也从供给侧方面使资金缺

乏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商业银行通过增加授信额度、新增营业网点、创新服

务与产品等方式，逐渐加大了农村市场的渗透力度。但是，由于认识不足、措施不力，缺乏软信息等

因素，金融机构在下沉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探索农村金融风险化解的新方法和农村金融管理的

新机制等方面，进展缓慢。此外，金融市场在农村地区的失灵，从市场方面进一步加剧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融资难问题[6]。

2.农地经营权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

农地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的分离和单列，是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尽管农地经营权权

利属性未定（用益物权抑或债权等），但随着试点改革的推进，农地经营权也在法律的完善过程中初

步具备了资本的功能[7]。经营权的稳定减少了农业经营的外部干预，稳定经营预期，增加农地价值并

降低了交易成本[8]。

相应的，可抵押、可处分的农地经营权在理论上能够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9]，

也已获得实证证据支持。对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的研究表明，完善农业经营主体的农地经营权利

后，其从正规金融机构所获得的信贷数量与之前相比明显增加[10]。在越南农村地区，当农业经营主体

拥有较为完善的农地经营权利后，交易成本型信贷配给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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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的概率增加了 9.1%~10.9%[11]。针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发现，稳定的农地经营权（即契约稳定）能体

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的合法性[12]，有利于增强农地作为抵押物的价值，从而提高正规信贷数量[13]。此

外，完整的农地经营权还有利于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意愿[14]。

综上所述可知，现有文献认为稳定的农地经营权有助于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

量，从租约稳定性和期限等方面进行了初步验证。现有研究基本明确了农地经营权与正规信贷数量

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仍存在一些待改进之处。其一是对经营权产权强度的理解和度量。契约稳定性

和租约期限反映的是农地经营权稳定性的现象，产权稳定性的本质是产权安全。对农地经营权强度

的度量，一方面需要认识产权安全之本质，同时也需要从多个维度出发：法律维度的经营权止于权利

的认可，但对权利属性和权能结构并未有明确规定；试点改革范围有限、各地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不同和地方产权交易市场等配套政策的差异等因素，使得各地对于通过农地经营权来改善农户融资

的问题重视程度不同进而造成事实上的实践存在很大的差异；产权强度对正规信贷数量的影响，从

长期看有赖于经济主体基于法律、事实和个人信仰等因素而形成的感知。仅从契约稳定性等现象去

理解和度量经营权强度的现有研究，难以揭示农地经营权对正规信贷数量影响的内在机理。其二是

产权强度的多重维度和农地经营权属性的歧义也使得传统的回归方法，难以反映和捕捉到经营权强

度影响正规信贷数量的复杂路径。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从法律、事实与感知 3个维度综合度

量经营权强度，采用可以分析不同组态路径协同作用的 fsQCA方法，分析不同组态下的经营权强度

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具体路径。

二、理论分析

1.农地经营权的法律属性和权能结构

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转移、农业规模不经济和农民人力资本（特别是经营能力）异质性等因素，

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促进了农地流转。为维护农地转入者利益、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地经营

权从承包经营权中进一步分离出来。2014年《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

经营的意见》（中办发〔2014〕61号）首次提出了农地经营权。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标志着“三权分置”的农地制

度正式形成。由于农地经营权的实践处于探索阶段，其发展和演变规律尚未显现，因此对其法律属

性理解存在差异。在法理层面上，存在“用益物权”[15]和“债权”[16]属性争论。也有学者认为，可根据是

否登记或租约期限长短来界定其法律属性[17]。从立法的实践看，农地经营权的法律属性也是模糊的。

2018年新修订的《承包法》尽管单列了农地经营权，但对其法律属性并没有明确界定。2021年颁布的

《民法典》也只是延用了《承包法》的笼统规定，其物权适用性仍不明确。

在权能结构上，综合《承包法》第 37、43、46和 47条之规定，土地经营权人具有占有农村土地、自

主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投资改良和建造农业附属设施并获得投资补偿的权能，以及再流转和融资担

保权能，这在整体上明确了土地经营权所包含的各项权能。但事实上，各项权能的实现是受限的，在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中，占有权是基础，强调的是排他的占有土地的权利。对此，《承包法》虽

然规定了“土地经营权人有权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占有农村土地”，但由于契约的不完全以及履约机

制的缺陷等问题，法律对承包户的违约规制是缺乏的。使用权是指经营主体可以在转入的土地上自

主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这是经营者根据自身经营情况以及生产需要而作出的具体生产行为，但

《承包法》却规定投资改良土壤、建设建造配套设备设施等需事前经过承包户同意，附带前置条件的

使用权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农业生产率和收益的降低。获取收益是经营主体占有和使用土地的最终

目的，相应，无法保障的收益权也会导致占有权和使用权处于虚置地位。收益保障与前述使用权的

受限有关，也与租金水平有关，更与经营权的处分权能有关。高额租金无异于是对经营者生产收益

的直接剥夺，而无法获取土地上因投资而形成的资产回报则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经营者的收益

权。但是《承包法》没有任何关于租金的规定，虽然提及土地经营权的“再流转”和“融资担保”，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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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添加了需经承包户同意的事前限制，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涉及由经营权使用而产生的资产转让与

抵押。

2.农地经营权强度

产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18]。产权的行使

包括对产权的实际处置以及转让和交易，由产权强度所决定。产权强度由实施它的可能性与成本来

衡量[19]。产权的行使不仅受法律条文的限制，也与事实上产权实际能够实施的占有、处分、收益、使用

等权能相关。同时，主体对于产权的主观感知也是影响产权行使范围的重要因素。从单一维度对于

产权强度的刻画往往是偏颇的，判断农地经营权的强度需从法律、事实和感知3个层面出发。

（1）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产权的初始赋予，往往由立法来完成[20]。法律的界定会减少产

权的不确定性和允许在产权被侵权的情况下援引国家的强制力量来保护产权。产权的法律界定能

够减少不确定性，获得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21]。农地经营权被单列和入法是国家促进土地流转、鼓励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提高农业效率之政策意图的体现。尽管目前经营权的法律属性和权能结构并

不明晰，但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转入、融资、投资等行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2）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法律的赋权并不一定能保证主体在事实上的权利行使。对

此，马克思曾经有过非常深刻的阐述，“实际的占有，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

系中，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也就是实际上把这些条件变为自己的主体活

动的条件”[22]。产权在事实上的行使可以划分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4个方面，还包括持有权利束

的范围、占有农地期限长短、农地调整经历等[23]。法律只是一种规范，其落实情况受到诸多主客观条

件的影响。当具体的法律进入到农村人文和自然环境中，会受到复杂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应，法律

上的产权与事实上的产权可能会出现偏差。譬如，承包户有可能提前收回土地，也可能以各种理由

提高租金。从实际上的产权控制情况来理解经营权强度也是必要的。即便如此，模糊的产权带来的

问题是存在的，但同时也客观存在一些益处。根据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法律的意图，地方政府可以强

化经营权的实际需求而制定各种政策（比如农地流转政策）和完善配套措施（比如完善农地产权交易

市场）。地方政府也可以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资、种植结构等方面的现实需求，协调好集体、承

包方和土地转入方之间的矛盾，从而制定可实施的改革方案。

（3）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国家并非产权保障的唯一来源，社会的传统和习俗是产权保

障的另一个来源[24]。从产权的社会建构视角看，产权界定源于当事人在互动中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

“社会性合约”[25]。共同认可的“社会性合约”是主体所在群体对于农地产权相关的习俗惯例或共识，

会形成主体对其所拥有产权的感知。即使法律层面与事实层面的产权一致，主体认知水平、偏好等

因素，会造成主体对于产权强度的感知差异。对于产权的安全感知，包括对产权状态的评估和对未

来可能失去土地担心[26]。产权感知的差异会影响经济主体农地的经济决策与行为[27]。农民所处的环

境相对封闭，群体的习俗惯例是农民认知的主要来源。当群体对于农地经营的惯例是经营者可以自

主安排农地上的经营活动、且承包者大多认可经营者在农地上进行的改造、投资等行为时，感知维度

的农地经营权强度较高，反之则反是。

3.农地经营权强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

由于农地经营权发展的长期性、各地区农地流转市场和地方政府主动性的差异等，单一维度的

经营权强度难以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需求。明确的法律条文能够有效减少经营权的不确定

性。稳定的经营权一方面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信心；另一方面能够减少正规金融机构向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放贷时的风险担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从事实维度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上

对于农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经营权成为抵押品提供背书。从感

知维度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感知的经营权强度越高，能够稳定收益预期、提升经营信心，从而促

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形成稳定的信贷需求，与事实和法律维度相辅相成。

尽管需要 3个维度的协同，但并不意味着法律维度、事实维度和感知维度对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

189



（总163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量的影响，就是等同的。对于正规信贷而言，法律维度是首要的。尽管没有明确法律属性，但从法律

上对抵押和转入的认可，揭示和释放了国家保护经营权的政策意图。在那些具有客观经济基础，地

方政府主动作为的地区，地方政府从法律的认可中获得信号，根据国家政策的指引，结合实际情况，

通过完善农地产权市场、规范流转契约等配套措施，促进相关法律落地，从而改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信贷状况。各类试点改革的时空范围是有限的，但这也向金融机构释放了积极的政策信号，肯定

了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为从供给层面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奠定基础。

法律条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执行和落实，事实维度上的农地经营权强度不一定符合预

期。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的高风险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有效抵押物不足等特点，另一方面与农地经

营权的实现条件相关。产权的强度也会受到微观主体安全感知的影响。感知是个体决策和行动的

基础，面对不同的法律维度和事实维度的产权强度，不同主体也会形成不同的产权安全感知。此时，

尽管法律和事实维度的产权强度不尽人意，但产权感知依然可以发挥一定的正面调节作用；如果法

律、事实的维度与历史上形成的感知一致，那么产权强度会倍增。

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其他影响因素

除了产权因素以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申请贷款时，金融机构会综合考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贷款信用风险。商业银行对贷款信用风险的评估，可分为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两个部分。衡量借

款人的还款能力主要看其生产经营能力和生产经营状况。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财务会计系统并

不完善，财务报表信息不完整，难以通过直观的财务报表衡量其还款能力。经营收入能够直观反映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盈利能力和经营状况，且数据直观易得，较为可靠，也是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信

用评估的主要因素，故本文从经营收入来衡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是借款人偿

还债务的主观态度。由于主观态度难以衡量，还款意愿可通过抵押物价值来间接显示。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抵押物包括厂房、农业机械、农地等不动产。但是，厂房和农业机械等固定资产因经由国家

补贴等因素而存在产权不明晰的问题，故而难以成为有效抵押品，不过，随着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试点

推行以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农地经营权作为抵押品已获得政策支持。土地价值有助于提高农地抵押

贷款的可得性[28]。在农地属性中纳入了土地的质量和土地的数量，能够较好地反映农地经营权作为

抵押品的价值，因此本文选择农地属性来衡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还款意愿。

三、方法选择、变量设置与数据处理

1.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确定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是一种综合的分析方法，既具有定性

分析关注个体案例，聚焦于特殊性的优点，又具备定量分析关注大样本，聚焦于特殊性的长处[29]。 
QCA 包含有 3种形式，分别是清晰集（csQCA）、多值集（mvQCA）和模糊集（fsQCA）。本文选取 fsQ⁃
CA作为实证研究方法，主要基于如下两点考虑：首先综合回归方法和案例方法的优点，QCA方法能

够揭示农地经营权强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直接的复杂因果关系。Leslie在阐述政治

经济学研究方法时曾经提到，当研究某一经济现象时，应尽可能考虑到影响其的所有因素，使推导出

来的结论更具科学性，而将这些因素割裂开来，所得到的结论就有可能是片面的、错误的[30]。本文要

研究的是农地经营权的 3个维度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获取的正规信贷数

量。传统的回归方法，仅分析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边际“净效应”而隔离了其他因素，忽视了普适性

因果关系中诸多变量间的关系，难以解释自变量相互依赖等复杂的因果关系，且使研究囿于依赖相

关系数的对称性思维。反观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①，它由于整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两者的

优势，故而可以聚焦于结果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同时找出多种因素之间的“联合效应”。

①    QCA方法基于布尔代数和集合论，将各个案例转化为定量的可视化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推导出多重并发因果的内在逻辑

关系，即导致同一结果的多个原因组合。其特点是能够同时适合中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研究分析，跳脱了因果复杂性分析中案例

数量和变量控制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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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使用QCA方法开展组态分析，可以揭示农地经营权强度各个维度影响正规信贷数量的联合

效应和互动关系，也有助于充分理解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复杂性。其次，fsQCA方法扩大了QCA分析

的数据类型。中国农地经营权强度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据资料较少，成功的案例也不多。通过

运用QCA方法，可以支持中小样本分析，使得案例数据的效用最大化。在QCA的各种方法中，fsQ⁃
CA适用于分析连续变量[31]。考虑到本文的结果变量（正规信贷数量）为连续型变量，选择 fsQCA更

为合适。

2.变量设置

农地经营权强度是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水平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可能是直接的，

即表现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能性；更可能是间接的，即通过促进农业规模经营而释放还款能

力的信息，增加信贷需求等因素，有助于获得机构贷款或民间借款。为此，本文选取的结果变量是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所获取的机构贷款。fsQCA方法有一个特点：条件变量的增加会导致组态个数以指

数倍增长，案例个数与条件个数需要维持一定的数量，以减少有限多样性和个案化解释的问题。在

中等样本的研究中，理想条件个数一般在 4~7之间[29]。那么，在纳入其他因素分析时不宜加入过多

变量，以避免造成有限多样性问题。为此，本文除农地经营权强度的 3个维度，还纳入了代表还款能

力和还款意愿的经营收入和农地属性，以此衡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风险状况。本文的原因变

量有农地经营权强度的3个维度（法律、事实和感知）、经营收入及土地属性。具体变量设置见表1。

3.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 2021年 5月至 2022年 6月通过电子问卷与实地走访的方式对广东省、

表1　变量设置与具体定义

一级指标

正规信贷数量（Loans）

法律维度(Legal)

事实维度(Fact)

感知维度(Perception)

农地(Land)

经营收入(Income)

二级指标

/

法律登记

法律文件

政府支持

占有权

使用权

收益权

处分权

使用安全

感知

农地质量

经营面积

定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获取的机构贷款数量/万元

转入农地是否在相关部门登记：是=1;否=0

转入农地时签订协议的状况：

书面约定=3;口头约定=2;没有任何形式的合同约定=1
您转入农地是否获得政府补贴：是=1;否=0
合同规定的农地转入期限：

≤1年=1;（1，4]年=2;(4，10]年=3;>10年=4
在目前或者以往的农地流转中，有没有出现过合同到期之前被收回的状况：

是=1;否=0
是否可以自行决定作物的种植：是=1;否=0
是否可以在转入农地上挖沟、打井、修水渠、修机耕路等：是=1;否=0
是否可以在转入农地上修建临时建筑：是=1;否=0
是否可以获得转入农地上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是=1;否=0
如果农地被征收，是否可以获得补偿：是=1;否=0
是否可以将转入农地入股：是=1;否=0
是否可以将转入的农地抵押权贷款：是=1;否=0
作为农地转入方，您觉得有关农地的相关权利受保障程度如何：

非常好=5;比较好=4;一般=3;比较差=2;非常差=1
您认为当前的法律、政策和地方政府、村委对您转入农地权益的维护程度如何：

非常好=5;较好=4;一般=3;较差=2;非常差=1
是否担心对方在合同到期之前收回转入农地：

一点也不担心=5;不怎么担心=4;一般=3;比较担心=2;非常担心=1
耕种的转入农地质量如何：比较好=3;一般=2;比较差=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占有）的农地规模/亩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经营收入/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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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和湖南省①等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调查与访问，其中包括广州、佛山、郴州、阳江、宜春等

20个地级市②。本次调研共投放 102份问卷，最终实际收回 102份问卷，去除无信贷需求、无信贷数

据、违背事实的异常值数据后最终得到46份有效问卷。

由于同一变量由多个指标进行测量，为了更为准确地运用各指标的信息，本文选用熵值法对数

据进行预处理。

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当中，每一个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都可以看作是一个集合。在

进行定性比较分析之前，需要对 5个条件变量，分别为经营权强度法律维度（Legal）、经营权强度事实

维度（Fact）、经营权强度感知维度（Perception）、经营收入（Income）和农地属性（Land）以及 1个结果

变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Loans）的原始数据进行校准，以得出它们各自的模糊隶属

度。参考 Ragin[31]，本文对 5 个原因变量以及 1 个结果变量，按照数据的 5%（Fully Out），95%（Fully 
In）以及50%（Crossover Point）作为对数据校准的标准进行数据校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还需要对上述各个变量单独进行必要性分析。必要性条件分析是分析某

一集合是否对于结果变量而言是必要的条件。一致性是检验条件某一变量是必要条件的指标，现有

文献指出，当一致性大于等于 0.9时，表示该条件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31⁃32]。使用 fsQCA3.0软件对

上述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必要性条件如表2所示：

从表 2可以看出，上述的 5个原因变量的一致性

均低于 0.9，均不属于正规信贷数量的必要性条件，故

不需要在后面的 fsQCA组态分析当中将某一变量设

置为必要条件。

2.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组态分析关注的是各个原因变量组合对结果变

量影响的充分性[30]。换言之，组态分析考虑的是在何

种条件组合下，会使得结果变量出现。本文要探究在何种条件组合状态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

获得更高水平的正规信贷数量。参考Ragin，根据本样本数量和总体情况，将频数阈值设置为 1，一般

性阈值设为 0.8[31]。fsQCA3.0的分析程序会产生 3个解：复杂解（未使用逻辑余项）、简约解（使用所有

逻辑余项）、中间解（仅使用符合理论和实际知识的有意义的逻辑余项）。一般来说，中间解要优于复

杂解和简约解[29]。与现有研究一致，本文主要汇报中间解，并辅之以简约解。通过 fsQCA3.0计算的

结果见表3：
表 3展示了农地经营权强度的 3个维度、经营收入以及农地属性 5个条件变量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正规信贷数量的组态，结果显示，整体一致性为 0.87大于 0.75，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32]。单个组态

的一致性最高为 0.918，最低为 0.85，均高于 0.75，表明一致性在可接受范围内。大圆表示核心条件即

同时存在于中间解和简约解中的条件，小圆表示辅助条件即仅存在于中间解中的条件。农地经营权

强度的法律维度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收入都在简约解中被单独列出，这表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在转入农地时签订书面合同或在相关部门进行登记都能够提高其正规信贷数量。新型农业经

①    选择广东省、江西省和湖南省三地作为调研地点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广东省、江西省和湖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是农业

龙头企业、专业大户，投资需求相对较为旺盛、有更多的贷款需求。其二，湖南省是中国中部重要的农产品生产省份、江西省是

中国中部重要的农产品加工省份，而广东省是中国东部重要的农产品生产与加工省份，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②    调研地点具体包括广州、深圳、东莞、佛山、汕头、阳江、清远、梅州、惠州、肇庆、郴州、长沙、娄底、张家界、衡阳、常德、怀化、株洲、

宜春、上饶。

表2　必要性条件

前因条件

Legal
Fact

Perception
Income
Land

一致性

0.711
0.643
0.631
0.733
0.887

覆盖率

0.673
0.500
0.525
0.798
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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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主体的经营收入越高意味着资金需求越大，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需求越高。同时经营收入也代

表着主体的还款能力，收入越高还款能力越强，主体获得正规信贷的数量也会越多，这意味着高经营

收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也越高。表3所汇报的各组态分析结果如下。

（1）组态 1（法律×事实×经营收入）。由表 3 可

知，在路径 S1 中，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入农地时与

转出方签订了书面合同或在相关部门进行了登记，在

使用转入农地时具有较为完整的权能，经营收入较高

时，正规信贷数量会随之增长。这表明，尽管农地经营

权抵押贷款还处于试点阶段，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完

善[13]，现行的《承包法》所设置的条款尚不明晰，但签订

书面合同和在相关部门进行登记依然对提高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以肇庆

市德庆县的“一证两中心+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为例，

当地构建了县级综合征信中心与农村产权管理和交易

中心，农业经营主体在完善了相关流转合同并进行登

记后就能够在交易中心内进行抵押贷款，在该模式实

施以前涉农贷款大多采取多户联保的方式，但是由于

抵押物的缺乏，涉农贷款业务增长依然缓慢，但在进行

了土地确权颁证，推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后，有

效拓宽了担保物范围，解决了农民融资担保难问题，为农民增加了融资渠道[33]，大大提高了涉农贷款

数量。这种模式中，签订的书面合同和相关登记使之在法律维度上具备较高的经营权强度，为其在

银行进行贷款评估时提供了有效背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收入是其还款能力的体现，经营收

入越高，还款能力越强，更容易获得正规信贷，同时经营收入越高的主体资金需求也越大，更倾向于

向正规金融机构寻求信贷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有资金需求时，并且转入农地时签订了书面合

同或在相关部门进行过登记，还款能力较佳，这时已有了法律维度上的支持，但法律上模糊的产权为

因地制宜的地方政策制定提供了空间，事实维度上的产权与法律维度上的产权并不完全一致，故而

事实维度的经营权强度决定了实际上主体是否能够将农地进行抵押贷款而不受到限制或阻挠。

（2）组态 2（法律×经营收入×农地属性）。在路径S2中，当农地经营权在书面合同或相关部门

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背书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收入越高，转入农地的质量越好，数量越

多，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越高。转入的农地所获得的经营权有相应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或登记证

明，为其获得正规信贷提供背书。主体所转入农地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意味着该主体的经营规模

和经营利润相对有保障。一方面，土地权属的强化直接提升了土地作为抵押物的价值，减少交易成

本，降低了信贷门槛。另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土地长期经营有一个较为稳定的预期，会增

加其信贷需求。农地属性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能力、未来经营预期等不容易观测的属性具

象化，故而成为金融机构判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款能力的表征，并间接提升了金融机构或个人对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放款意愿。经营收入较高的农户还款能力佳，经营预期良好，容易形成信贷资

金需求，也更容易获得正规信贷。当经营权强度在法律维度上较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收入

较高时，主体在事实维度和感知维度上的经营权强度对正规信贷数量的重要性会降低。故农地经营

权的事实维度和感知维度的作用对于提升较大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的作用并

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较大规模的农业经营主体具有较高的信贷需求、较好的经营收入和较大的经

营规模以及规范的转入合同等，已经为正规金融机构对其发放贷款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支撑，那么主

体对于事实上的支配权益和感知上的经营权强度的重要性会相应降低。

表3　农地经营权强度与正规信贷数量的组态

组态

Legal
Fact

Perception
Income
Land

一致性

原始覆盖率

净覆盖率

总体解的一致性

总体解的覆盖率

Loans
S1
●

•

●

0.918
0.457
0.029

0.870

0.661

S2
●

●

•
0.906
0.505
0.083

S3
●

•
●

0.851
0.458
0.054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辅助条件存在；空白表

示该条件可有可无；S1~S3分别表示组态1~组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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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态 3（法律×感知×经营收入）。在组态 3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入的农地签订正规合同

或进行过相关登记，主体的经营收入越高，感知的农地权益越完整，其正规信贷数量越高。中国农村

具有典型的“差序格局”特征，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农民对于“自己人”充分信任，有事好

商量[34]。良好的私人人际关系可以给人以认同感、归属感和安全感[35]。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与之有

契约关系的转出户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有效控制冲突，维护契约的稳定，这也意味着其在感知

维度的经营权强度较强。在转入农地时签订合同或进行相关登记，能够为主体申请贷款提供法律背

书。经营收入较高的主体还款能力较强，信贷需求较大时，主体感知契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较高，这

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经营预期，提升将资金需求转化为信贷行为的信心，从而能够有效地提升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

3.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参考Braumoeller使用置换检验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36]。具

体检验方式如下：（1）求得真值表中每一个案例（行）中每个变量的最小值，记为该行的Xi；（2）将每行

的结果变量，记为Yi，并重新随机打乱每一行Xi与Yi的对应关系；（3）多次计算
∑min ( Xi,Yi )

∑xi
，并根据

其一致性出现的频数确定 p。本文进行了 100000次的置换检验，p值均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

原假设，故而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亟待强大的技术、资本新动能和适度的规模化经营助力。作为现代生产

与管理要素的汇集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承担着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任。较大的生产规模、技术与

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利润导向下对财务杠杆的重视等，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着较大的信贷

需求。较为规范的财务信息、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等，也使得它们能得到金融机构的青睐。但是，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信贷数量依然不能满足其实际需求，这主要是由于有效抵押物的缺乏。这也突出了农

地经营权的产权强度在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数量中的重要性。本文从法律、事实和感知 3个

维度理论阐述农地经营权的强度及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复杂影响，并运用 fsQCA
方法进行组态分析，得出以下4点结论：

（1）尽管存在法律属性不清晰、权能结构不明确等问题，但农地经营权的入法本身是标志着它作

为正规制度所具有的合法性和强制性，故而法律层面的认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产

生了显著的作用。（2）由于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发育滞后、经营权交易市场发育不足、配套政策不完

善等各种主客观原因，农地经营权的实践面临诸多困难和障碍，事实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可以在一定

程度弥补法律维度的不足并有助于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3）农地经营权尚不完

善且从承包经营权分离出来的时间较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地经营权感知还不强烈，其在改善

信贷状况方面未能发挥显著作用，但具备一定的辅助作用。（4）辅之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还款能力

与还款意愿等重要因素的联合影响，无论是事实还是感知维度的农地经营权，都可以提升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应推进农地经营权的制度改革。农地经营权的入法是农地制

度改革的一个重大进步，其效果也初现端倪。下一步，应围绕界定农地经营权的法律属性和完善权

能结构，界定转出方与转入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晰权能结构，提高经营权强度。（2）为充分展示

土地经营的发展规律，需要鼓励各地根据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协调农地流转和农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等领域中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制定相关的配套改革和完善相关的支持政策，积极探索农地经营

权的实现形式。（3）可通过各种宣传引导以强化各类主体的产权感知。这不但可以促进纸上的农地

经营权变为实践中的制度，而且也能够为未来的法律修改提供经验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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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 Intens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 Increase 
the Number of Formal Credit for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Based on the Dimension of Law‒fact‒perception

MI Yunsheng，ZHANG Yizhi，GUO Jinhai

Abstract Since the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 rents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land，its loans，espe⁃
cially the institutional loans，are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agricult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 However，
both the nature and the capacity structure of the land management right are ambiguous，making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nsity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s and the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institutional 
loans complex and hard to identify the causal path.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ses the intensity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 from dimension of law， fact and perception.With the help of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fsQCA），this paper digs out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influ⁃
ence of the intens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 on the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It shows the 
law is not yet perfect now，but it has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institutional loans.The local infra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s is imperfect，so the ca⁃
pacity of fact dimension to improve the new agriculture operator’s institutional loans is limited.The per⁃
ception of new agriculture operators is weak，which restricts the function of the perception dimension to 
promote the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institutional loans.This research’s policy implication means that 
strengthening the intensity of the agriculture management right need not only to perfect the agricultural 
land law but also to protect the new agricultural operators’ rights and enhance their perception of agricul⁃
t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land management right； property rights intensity； new agricultural opera⁃
tor； the number of formal credi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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